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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究长期秸秆还田对稻田甲烷(CH4)排放的影响及其微生物驱动机制，可为优化长期秸秆还田管理、

协同实现“固碳减排”提供理论依据。基于连续 13 年（2006—2018）的稻麦轮作定位试验，设置 4 个秸秆

还田梯度处理：S0（对照，0 t·hm-2）、S1（1.6 t·hm-2）、S2（3.2 t·hm-2）、S3（4.8 t·hm-2），观测 2017—2018

年间稻季 CH4 排放及相关土壤环境因子变化。结果表明，秸秆还田量与 CH4 累积排放量呈显著正相关，S1、

S2 和 S3 处理的累积排放量相较于 S0 处理分别增加 166%~219%、420%~527%和 660%~785%。这可能是由

于秸秆输入提升土壤有机碳和可溶性有机碳含量，并降低土壤氧化还原电位，形成强厌氧环境，从而显著

提高产甲烷菌功能基因(mcrA）丰度(S1、S2 和 S3 处理较 S0 处理分别增加 2.5 倍、3.8 倍和 3.6 倍），并富

集多底物代谢的甲烷八叠球菌科(Methanosarcinaceae），导致 CH4 产生潜力大幅增加(S1、S2 和 S3 处理较

S0 分别提升 45%、103%和 246%）。尽管甲烷氧化菌功能基因(pmoA）丰度及氧化潜力亦有所增加，但氧化

潜力增幅远低于产生潜力增幅，造成“产生多氧化少”的代谢失衡，进一步加剧了 CH4 净排放。此外，S3

虽能提升土壤固碳速率，但其减缓效益抵消率最高(12.93），而中低量还田(S1、S2）在减缓效益抵消率无显

著差异的条件下，S1 处理 CH4排放系数最低(5.05%），S2 处理固碳速率最高（2.27 t·hm-2·a-1），说明中低量

秸秆还田可实现固碳与减排的协同。因此，适度秸秆还田可能是协调稻田“增汇”与“减排”矛盾的关键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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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4) emissions in rice paddies and their microbial driving mechanism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optimizing 

long-term straw returning management and synergistically achieving “carbon sequestr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Method】Based on a continuous 13-year (2006-2018) field experiment with rice-wheat rotation, four straw 

returning gradients were established: S0 (control at 0 t·hm-2), S1 (1.6 t·hm-2), S2 (3.2 t·hm-2), and S3 (4.8 t·hm-2). 

The changes in CH4 emissions during the rice season (2017-2018) and related soil environmental factors were 

observed.【Result】The results showe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traw returning amount and 

cumulative CH4 emissions, with the cumulative emissions in S1, S2, and S3 treatments increasing by 166%-219%, 

420%-527%, and 660%-785% compared to S0, respectively. The microbial mechanism lies in the fact that straw 

input enhances soil organic carbon and dissolved organic carbon content while reducing soil redox potential, creating 

a strongly anaerobic environment. This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abundance of methanogenic functional genes 

(mcrA) (with average increases of 2.5, 3.8, and 3.6 times compared to S0 for S1, S2, and S3, respectively) and 

enriches the Methanosarcinaceae family, which metabolizes multiple substrates, leading to a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CH4 production potential (S3 increased by 246% compared to S0). Although the abundance and oxidation potential 

of methanotrophic functional genes (pmoA) also increased, the growth was far lower than the production potential, 

resulting in a metabolic imbalance of “more production than oxidation”, further exacerbating net CH4 emissions. 

Although S3 could enhance soil carbon sequestration rates, it had the highest mitigation benefit offset rate (12.93). 

In contrast, under conditions wher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itigation benefit offset rates, S1 achieved 

the lowest CH4 emission coefficient (5.05%), while S2 achieved the highest carbon sequestration rate (2.27 t CO2-

eq t·hm-2·a-1), indicating that moderate straw returning optimally synergizes carbon sequestr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Conclusion】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reveal that moderate straw returning is a key measure to reconcil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carbon sequestr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in rice paddies. 

Key words: Returning straw to the field; Paddy; Methane emissions; Methanogen; Soil organic carbon  

 

甲烷(CH4）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第二大温室气体[1]。水稻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

一，由于高 CH4 排放特性，其面积尺度和产量尺度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均为所有粮食作物中

最高[2-3]，稻田也成为大气甲烷(CH4）第二大人为排放源，占全球人为排放量的 10%~15%[4]。

中国作为最大的水稻生产国，稻田 CH4 减控对缓解全球气候变化和实现我国“双碳”目标

至关重要[5]。同时，水稻土有机碳含量较高，是当前固碳趋势明显且固碳潜力较大的农田土

壤[6]，增碳能部分抵消稻田温室气体排放。过去 30 年里，我国稻田土壤碳库整体明显增加，

发挥了重要的碳汇功能[7]。其中，秸秆还田是当前我国稻田增碳的核心和关键技术措施[8]。 

秸秆还田作为稻麦轮作模式的一种常见农业措施，在提升土壤有机碳（SOC）的同时，

也为产甲烷菌提供了良好的厌氧环境、大量的反应底物和营养基质，进而增加了 CH4 的排

放量[9-11]。厌氧产甲烷菌的产甲烷作用是大气甲烷（CH4）的最大生物源[12]。传统上，稻田

CH4 排放被认为主要来源于三条产甲烷途径：乙酸发酵（底物为乙酸）、氢营养型（以 H2/CO2

为底物）以及甲基营养型（利用甲醇等甲基化合物）[11]。秸秆还田通过向土壤输入大量有机

质，在厌氧条件下经微生物食物链逐步分解，显著提高乙酸和 H2/CO2 的生成量，从而强烈

刺激乙酸发酵和氢营养型这两条主要产甲烷途径，被认为是驱动稻田甲烷排放的重要因素之

一[13]。具体而言，在淹水环境下，秸秆初期快速腐解，导致土壤氧含量急剧下降，形成严格

厌氧条件，产甲烷古菌会优先利用氢气和二氧化碳进行产甲烷反应，通过特定的酶系统将

CO2 逐步还原为甲烷。H2 作为电子供体，为反应提供能量，CO2 则作为碳源参与甲烷合成。

还有研究指出，在秸秆降解过程中产生的乙酸与氢气浓度是调控产甲烷菌群落结构变化的关

键环境因子，厌氧环境会促使产甲烷菌利用腐解产生的乙酸等前体物质合成甲烷[12]。针对秸

秆还田对稻田温室气体影响的短期（1 年）研究表明，秸秆添加提高产甲烷菌活性，从而导

致CH4排放增加[13]，主要是因为秸秆在厌氧分解过程中会释放出大量易于利用的有机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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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土壤可溶性有机碳（DOC）含量是其中的关键影响因素[14]。也有研究指出，5 年秸秆还田

会显著降低关键产甲烷基因 mcrA 以及甲烷八叠球菌等的丰度[15]，这些功能基因的变化可能

与土壤 SOC 和 DOC 密切相关。基于现有证据，长期秸秆还田可能通过“碳底物累积—厌氧

环境强化—产甲烷菌群优势化”路径，放大稻田 CH4 排放效应。然而，长期连续（大于 10

年）秸秆还田对稻田 CH4 排放的持续驱动机制未见报道[16]，秸秆输入量对产甲烷菌群落结

构的重构及其对 CH4产生-氧化过程失衡的影响，尚缺乏研究。 

因此，本研究依托连续 13 年（2006—2018 年）秸秆梯度还田量定位试验，结合环境因

子动态监测、功能基因丰度、产甲烷菌群落结构解析以及 CH4 产生/氧化潜力验证，揭示长

期秸秆还田下稻田 CH4 排放激增的微生物驱动机制，为优化长期秸秆还田管理提供理论依

据，协同实现“固碳减排”双重目标。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区概况 

本研究选取江苏省句容市白兔镇行香村（31°58′N，119°18′E）作为试验地点。该

地区气候类型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如图 1所示，2017年与 2018年的年平均气温分别为 16.8 ℃

和 16.7 ℃，对应年降水量分别为 1 556 mm 和 1 374 mm。供试土壤为爽水性水稻土，其耕层

（0~20 cm）基本理化性质如下：pH 为 5.9，土壤容重 1.2 g·cm-3，有机碳 8.2 g·kg-1，全氮 1.1 

g·kg-1。 

 

图 1 2017—2018 年试验地的土壤温度、大气温度以及降水量 

Fig. 1 Soil temperature, atmospheric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in the experimental site from 2017 to 2018 

1.2 试验设计 

本试验为稻麦轮作，始于 2006 年，设置 4 个麦秆还田梯度处理：S0（对照，0 t·hm-

2）、S1（1.6 t·hm-2）、S2（3.2 t·hm-2）、S3（4.8 t·hm-2）。所有处理均将秸秆切碎至约 10 

cm 长度，于每年稻季前施入，并通过耕作使麦秆与 0~20 cm 耕层土壤充分混匀。采用

随机区组设计，各处理设 3 次重复，小区面积 3 m×2.5 m。本研究选取 2017 年和 2018

年（麦秆还田实施第 12 和 13 年）进行观测。 

1.3 田间管理 

水稻季田间管理遵循当地常规农作措施，尿素施用量为 300 kg·hm-2（以 N 计），按

基肥、分蘖肥与穗肥以 2:1:1 的质量比分期施用。磷肥（过磷酸钙）和钾肥（氯化钾）

均于移栽前作为基肥一次性施入，用量分别为 450 kg·hm-2 和 225 kg·hm-2。水分管理采

用间歇灌溉模式，观测期内田间管理具体时间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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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7—2018 年水稻生长季作物管理和水分管理时间 

Table 1 Details of crop and water management during rice–growing seasons from 2017 to 2018 

田间管理 Field management 2017 年 2018 年 

水稻种植 

Rice planting 

移栽 6 月 19 日 6 月 15 日 

收割 11 月 2 日 10 月 24 日 

肥料施用 

Fertilizer 

application 

 

基肥 6 月 19 日 6 月 15 日 

分蘖肥 7 月 8 日 7 月 2 日 

穗肥 8 月 10 日 7 月 30 日 

水分管理 

Water 

management 

持续淹水期 6 月 18 日—7 月 19 日 6 月 14 日—7 月 19 日 

烤田期 7 月 20 日—8 月 1 日 7 月 20 日—7 月 28 日 

复水期 8 月 2 日—8 月 23 日 7 月 29 日—8 月 28 日 

干湿交替期 8 月 24 日—10 月 4 日 8 月 29 日—10 月 14 日 

1.4 样品采集与测定 

1.4.1 气体样品  采用手动密封箱法[17]采集稻田 CH4，水稻移栽后第 2 天开始采样，3~7 d 采

样 1 次，同时记录相关环境因素数据，包括气温、采样箱内温度、水层深度和天气情况等，

采样时间为上午 9：00—11：30。采样时，将透明有机玻璃制成的采样箱（尺寸 0.5 m×0.5 

m×0.5/1 m）置于采样底座（尺寸 0.5 m×0.5 m×0.15 m）的凹槽（深度 4 cm）内，并用水

进行密封。底座内的水稻种植密度（6 穴，每穴 3 株）与外部大田保持一致。每次采样过程

中，以 10 min 为间隔，采集 4 次气体，使用双通针将箱内气体样品导入真空气瓶中保存待

测。采集后的样品使用气相色谱仪（Agilent 7890B，美国）进行分析，其中 CH4 浓度通过氢

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测定，测定所用标准气体来自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1.4.2 土壤样品采集  土壤样品使用取土器（内径 2.5 cm，长 20 cm）进行采集。在田间按

“之”字形采样，土壤充分混匀后拣去植物残根和石砾等。 

1.4.3 土壤 SOC、DOC 含量测定  土壤 SOC 含量测定：所用土样为风干土，在水稻收获后

采集，经风干、研磨和过筛（100 目），常温保存。用碳氮元素分析仪（Vario MAX CN，Elementar，

德国）进行 SOC 含量测定[18] 

土壤 DOC 含量测定：所用土样为田间原位新鲜土，10~20  d 采样一次，4 ℃保存，尽快

测定。用 0.5 molL-1 硫酸钾（K2SO4）溶液浸提（土水质量比为 1：4，300 rmin-1 振荡 30 

min，25 ℃），浸提液用总有机碳/总氮分析仪（Multi N/C 3000，Analytic Jenna， 德国）进

行测定。 

1.4.4 土壤中 CH4 排放相关功能微生物测定[19]   所用土样为田间原位新鲜土，分别采自水

稻生长的返青期、分蘖期和孕穗期，冷藏运输（便携式冷藏箱），-20 ℃保存。 

土壤中 CH4 排放相关功能微生物的绝对丰度测定：土壤中产甲烷菌和甲烷氧化菌分别

通过 mcrA 和 pmoA 基因进行定量分析。 

土壤中产甲烷菌群落结构的测定：通过 mcrA 基因进行高通量测序，引物为 MLfF/MLrR，

由上海美吉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按标准流程进行测定，并使用该公司生信云平台进行数据

分析。 

1.4.5 土壤 CH4产生潜力和氧化潜力测定[20]  所用土样为田间原位新鲜土，采自水稻生长的

分蘖期。 

土壤 CH4 产生潜力的测定：取 50 g 鲜土置于 250 mL 锥形瓶中，加入无氧去离子水（土

水质量比为 1:1），搅拌至均匀泥浆状，使用硅橡胶塞进行密封。该胶塞中央预置一小孔，孔



土 壤 学 报 

Acta Pedologica Sinica 

http://pedologica.issas.ac.cn 

内插入玻璃管，玻璃管外部套接一段硅胶软管，并通过另一个硅胶塞封闭软管端口以实现密

封，该端口同时作为抽真空、充入 N2 以及气体取样的通道。在完成 6 次抽真空与充入氮气

的循环置换后，最终充入 N2 至瓶内压力为 1 个标准大气压。密封后的样品瓶置于培养箱内，

在 25℃、黑暗条件下进行密闭培养。分别于培养开始后 1 h 和 50 h，测定瓶内 CH4的浓度。

在培养结束后将锥形瓶（含样品）置于 60 ℃烘箱中烘干至恒重，测定干物质量。 

土壤 CH4 氧化潜力的测定采用好氧培养法。培养装置与厌氧培养试验所用一致。通过取

样口向瓶内注入纯 CH4，使初始浓度达到约 10 000 µLL-1。参照田间实测土壤温度，将培养

瓶置于振荡培养箱中，在黑暗条件下以 120 rmin-1 的转速进行振荡培养。培养开始 30 min 后

测定瓶内 CH4 浓度，随后在第 1 天的 8 h 内每间隔 2~3 h 测定一次，第 2 天每间隔 2 h 测定

一次。培养时间不宜过长，一般为 36 h，培养结束后将锥形瓶（含样品）置于 60 ℃烘箱中

烘干至恒重，测定干物质量。 

1.5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1.5.1 稻田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  CH4的排放通量根据下式计算[17]： 

 𝐹 = 𝜌1 × 𝑉/𝐴 × 𝑑𝑐/𝑑𝑡 × 273/𝑇     （1） 

式中，F 为 CH4 排放通量，mg·m-2·h-1；ρ1 为标准状态下 CH4 的密度，0.714 kg·m-3；V 为采

样箱内有效体积，m3；A 为采样箱所覆盖的土壤面积，m2；dc/dt 为单位时间内采样箱内 CH4

浓度的变化，µL·L-1·h-1；T 为采样过程中采样箱内的温度，K。 

CH4 排放量根据下式计算： 

 𝐸 = ∑[（𝐹𝑖+1 + 𝐹𝑖）/2] × （𝐷𝑖+1 − 𝐷𝑖） × 24/1 000   （2） 

式中，E 为 CH4 排放量，g·m-2；Fi 和 Fi+1 分别为第 i 和 i+1 次采样时 CH4 排放通量，mg·m-

2·h-1；Di 和 Di+1分别为第 i 和 i+1 次的采样时间，d。 

CH4 排放系数根据下式计算[21]： 

 𝐶𝐻4排放系数/% = （𝐸𝑖 − 𝐸0）/𝑊𝑖       （3） 

式中，Ei 和 E0 分别为 i 处理和秸秆不还田处理的 CH4 累积排放量，kg·hm-2；Wi 为 i 处理的

秸秆还田量，kg·hm-2。 

1.5.2 土壤固碳速率计算   有机碳储量（SOCstock）计算公式如下[22]： 

 SOCstock = SOCcontent × 𝜌2 × 𝐻 × 100 （4） 

式中，SOCstock 为土壤有机碳储量，t·hm-2；SOCcontent 为土壤有机碳含量，g·kg-1； ρ2为土壤

密度，g·cm-3；H 为土壤样品取样深度，20 cm。 

有机碳固定速率（SOCSR）计算公式如下： 

 SOCSR = （SOCstock n − SOCstock i）/𝑡  （5） 

 SOCSRCO2eq = SOCSR × （44/12）     （6） 

式中，SOCSR 为土壤有机碳固定速率（L），t·hm-2·a-1；SOCstock n和 SOCstock i分别为观测年

和初始年的土壤有机碳储存量值，t·hm-2；t 为观测年处理年限，a。SOCSRCO2-eq 是以 CO2-eq

计的土壤有机碳固定速率，t·hm-2·a-1；44/12 是将土壤有机碳换算为 CO2当量的系数。 

秸秆还田的土壤固碳潜力（MSOCSP）计算公式如下[6]： 

 MSOCSP = SOCSRCO2eq（Si） − SOCSRCO2eq（S0） （7） 

式中，MSOCSP 是以 CO2-eq 计的土壤固碳潜力，t·hm-2·a-1，表示为稻田秸秆还田后土壤固

碳对减缓全球变暖的贡献；SOCSRCO2-eq（Si）为 Si 处理下的土壤固碳潜力，SOCSRCO2-eq（S0）为

秸秆不还田处理的土壤固碳潜力。 

1.5.3 稻田减缓效益抵消率计算  全球增温潜势（MGWP）是稻田秸秆还田导致的 CH4排放

增加量以等温室效应 CO2-eq 量计的 GWP 值，t·hm-2·a-1，以 CO2-eq 计，计算公式如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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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WP = 𝐶𝐻4 × 28 （8） 

 MGWP = GWPSi − GWPS0 （9） 

式中，GWP 为稻田排放 CH4 的综合增温潜势，t·hm-2·a-1，以 CO2-eq 计；CH4 为 CH4 排放

量，t·hm-2·a-1，以 CO2-eq 计；28 是百年尺度上 CH4的 GWP 值；GWPSi为 Si 处理下稻田排

放 CH4的综合增温潜势；GWPS0为秸秆不还田处理下稻田排放 CH4的综合增温潜势。 

减缓效益抵消率（RMO）是通过对秸秆还田后稻田 CH4 增排的全球增温潜势 MGWP 与

土壤固碳对减缓全球变暖的贡献进行对比，分析前者对后者的抵消作用，计算公式如下[6]： 

 RMO = MGWP/MSOCSP （10） 

1.5.4 CH4产生和氧化潜力计算  CH4产生潜力和氧化潜力均是将培养瓶中 CH4 浓度与培养

时间作线性回归来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𝑃 = 𝑑𝑐/𝑑𝑡 × 𝑉𝐻/𝑊𝑠 × 𝑀𝑊/𝑀𝑉 × 273/𝑇 （11） 

式中，P 为 CH4 产生潜力或氧化潜力，µg·g-1·d-1，以 CH4 计；dc/dt 为锥形瓶中 CH4 浓度单

位时间的变化，µL·L-1·d-1；VH 为锥形瓶中上部空间体积，L；WS 为干土的质量，g；MW 为

CH4 的分子量，g；MV为标准状态下 1 mol 气体的体积，L；T 为培养温度，K。 

1.5.5 统计分析  试验结果均以每个处理 3 次重复测量值的平均值与标准差来表示，数据处

理用 Excel 2021 完成，用 SPSS 25 进行统计分析，采用 Origin Pro 2021 进行作图。 

2 结 果 

2.1 CH4排放 

在秸秆还田第 12 和 13 年水稻的全生育期内（图 2a，图 2b），各处理 CH4 的排放通量日

动态变化趋势大体一致，CH4排放在分蘖期达到峰值，而后逐步下降，并在晒田复水后出现

小幅上升。在整个水稻生育期间，2017 年和 2018 年的 CH4排放通量分别在 0.23~101 mg·m-

2·h-1 和 0.02~58.85 mg·m-2·h-1 变化。在分蘖期，CH4排放通量及排放峰与秸秆还田量呈正比，

S3＞S2＞S1＞S0（P＜0.05）。晒田复水后，秸秆还田处理的 CH4排放通量高于 S0 处理，且

S3 处理的 CH4 排放通量高于 S2 和 S1。 

在连续秸秆还田第 12 和 13 年的稻季 CH4 累积排放量同样呈现：S3＞S2＞S1＞S0 （P

＜0.05）（图 2c，图 2d）。2017 年，各处理的 CH4 累积排放量在 61~461 kg·hm-2，S3、S2 和

S1 处理的累积排放量相较于 S0 处理分别增加了 660%、420%和 166%；2018 年，各处理的

CH4 累积排放量在 28~245 kg·hm-2，S3、S2 和 S1 处理的累积排放量相较于 S0 处理分别增

加 785%、527%和 219%。CH4 排放系数变幅为 5.05%~6.43%，在 S1 时最低，S2 和 S3 时显

著增加（P<0.05）；S1 处理的 CH4 排放系数最低，表明 S1 处理秸秆还田产生的甲烷排放占

水稻种植总排放的比例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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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P<0.05）。4 个秸秆还田梯度处理：S0（0 t·hm-2）、S1（1.6 t·hm-2）、S2

（3.2 t·hm-2）、S3（4.8 t·hm-2）。BF：基肥；TF：分蘖肥；MD：烤田；RW：复水；PF：穗肥；AWD：干湿交替。下同。

Note: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chart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reatments （P<0.05）. Four straw 

incorporation rate treatments were set: S0（0 t·hm-2）、S1（1.6 t·hm-2）、S2（3.2 t·hm-2）、S3（4.8 t·hm-2）. BF: basal 

fertilizer; TF: tillering fertilizer; MD: midseason drainage; RW: rewatering; PF: panicle fertilizer; AWD: alternate wetting and 

drying. The same below. 

图 2 2017 年和 2018 年稻田 CH4 排放通量的季节变化（a, b）、CH4 排放量以及 2018 年稻田 CH4 排放

系数（c, d） 

Fig. 2 Seasonal variations of CH4 fluxes during rice-growing seasons (a, b), CH4 emissions in 2017 and 2018, and CH4 

emission factors in 2018 (c, d) 

2.2 CH4产生和氧化潜力 

2018 年水稻生长季分蘖期土壤 CH4 产生潜力和氧化潜力如图 3a 和图 3b 所示，13 年秸

秆施用显著影响土壤 CH4 产生潜力和 CH4 氧化潜力，且均随秸秆施用量的增加而增加。与

S0 相比，S1、S2 和 S3 的 CH4 产生潜力增加幅度分别为 45%、103%和 246%；S1 的 CH4氧

化潜力较 S0 无显著变化（P>0.05），S2 和 S3 的 CH4 氧化潜力增加幅度为 22%和 64%。与

S0 相比，S2、S3 处理的 CH4 产生潜力/氧化潜力比值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图 3c），而 S1 的

CH4 产生潜力/氧化潜力比值较 S0 无显著变化；整体而言，与 S0 处理相比，S2 和 S3 处理

的 CH4产生潜力/氧化潜力比值分别增加 26%和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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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8 年水稻生长季分蘖期土壤 CH4 产生潜力（a）、氧化潜力（b）以及 CH4 产生潜力/氧化

潜力（c） 

Fig. 3 CH4 production potential (a), oxidation potential (b), and CH4 production potential /oxidation potential (c) in soil 

during the tillering stage of rice-growing season in 2018 

2.3 CH4排放相关微生物丰度及群落组成 

2018 年稻季各处理土壤 mcrA 基因拷贝数的变化范围为 1.63×106~1.37×107 copiesg-1 

（图 4a）。各处理 mcrA 基因拷贝数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从返青期（1.63×106~9.37×106 

copiesg-1）开始上升，分蘖期达到峰值（2.81×106~1.37×107  copiesg-1），抽穗期再下降（1.90

×106~9.97×106  copiesg-1）。13 年连续秸秆施用显著影响土壤 mcrA 基因拷贝数，与 S0 相

比，S1、S2 和 S3 处理的土壤 mcrA 基因拷贝数平均分别增加 2.5 倍、3.8 倍和 3.6 倍。相关

分析表明，土壤 mcrA 基因拷贝数与 CH4 排放呈显著正相关（P<0.05，图 4c）。 

此外，各处理土壤 pmoA 基因拷贝数的变化范围为 3.49×106~4.32×107  copiesg-1 （图

4b）。各处理 pmoA 基因拷贝数的变化趋势也基本一致：从返青期（9.91×106~1.83×107  

copiesg-1）开始上升，分蘖期达到峰值（1.88×107~4.32×107  copiesg-1），抽穗期再下降（3.49

×106~8.89×106 copiesg-1）。pmoA 基因拷贝数与 mcrA 基因拷贝数的变化趋势相似，但各处

理的影响与 mcrA 有所不同，与 S0 相比，S1、S2 处理土壤 pmoA 基因拷贝数分别平均降低

36.4%、27.8%，而 S3 处理增加 29.1%，低于该处理对土壤 mcrA 基因拷贝数的影响。相关

性分析表明，土壤 pmoA 基因拷贝数与 CH4 排放无显著相关性（P>0.05，图 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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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8 年水稻生长季土壤 mcrA（a）和 pmoA（b）基因拷贝数及 CH4 排放与 mcrA（c）和

pmoA（d）基因拷贝数的相关性 

Fig. 4 Copy numbers of mcrA (a) and pmoA (b) genes in soil during rice–growing seasons in 2018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4 emission and the copy numbers of the mcrA (c) and pmoA (d) genes 

选取 2018 年水稻生长季分蘖期 S0 和 S3 两个处理的土壤进行产甲烷菌（mcrA 基因）群

落结构分析（图 5）。该时期稻田土壤产甲烷菌在科水平上的优势种群分别是：甲烷八叠球

菌科（31%~53%）、甲烷杆菌科（18%~24%）、甲烷胞菌科（9%~11%）和甲烷鬃菌科（2%~5%），

其中，甲烷八叠球菌科占主导地位。与 S0 相比，13 年连续秸秆还田处理 S3 显著增加甲烷

八叠球菌的相对丰度 70.6%（P<0.05）。 

 

图 5 2018 年水稻分蘖期稻田土壤产甲烷菌在科水平上的群落组成 

Fig. 5 Community composition of methanogen on family level from soil at the tillering stage of the rice-growing season in 

2018 

2.4 稻田秸秆还田第 13 年的土壤性质 

各水平秸秆施用 13 年显著影响土壤 SOC 含量和土壤容重（图 6a，图 6b）。各秸秆施用

处理的 SOC 含量均随秸秆施用量的增加而增加，与 S0 相比，S1、S2 和 S3 的 SOC 含量增

加幅度分别为 5.14%、13.61%和 26.22%。相关性分析表明，SOC 与 CH4 排放之间呈显著正

相关（P<0.001，图 6e）。土壤容重均随秸秆施用量的增加呈线性下降，与 S0 相比，S2 和 S3

的土壤容重分别下降了 9.89%和 16.01%（P<0.05）。 

通过测定 2018 年稻季田间因子动态变化发现：各处理稻田土壤 Eh 变化规律基本一致

（图 6d），稻田持续淹水期间，各处理 Eh 下降至负值（-271 mV），中期烤田后，各处理 Eh

迅速上升至正值（369 mV），复水后再次降低至负值（-218 mV），干湿交替期间上升至正值

（96 mV），并持续至水稻收获。持续淹水期间，施用秸秆处理（S1、S2 和 S3）土壤 Eh 均

明显低于 S0（-70 mV），且随秸秆施用量的增加而降低，其平均 Eh 分别为-118、-140 和-136 

mV。各处理土壤 DOC 的变化趋势也基本一致，在第 6~19 天逐渐上升至峰值（216 mg·kg-

1，图 6c），该峰值出现时间同 CH4 排放通量出现的第一个峰值时间一致，在烤田后下降至

124 mg·kg-1，后期维持在 50 mg·kg-1。稻田持续淹水期间，与 S0 相比，S1、S2 和 S3 处理的

土壤 DOC 含量随秸秆还田量的增加而增加，其增加幅度分别为 10.92%、13.44%和 17.20%。

相关性分析表明，DOC 与 CH4 排放呈显著正相关（P<0.001，图 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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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8 年稻田土壤有机碳（SOC）含量（a）、容重（b）、溶解性有机碳（DOC）含量（c）、

Eh（d）及 CH4 排放与 SOC（e）和 DOC（f）的相关性 

Fig. 6 Soil organic carbon (SOC) content (a), bulk density (b), dissolved organic carbon (DOC) content (c), Eh (d), and the 

correlations of CH4 emissions with SOC (e) and DOC (f) in paddy soil in 2018 

2.5 土壤固碳速率和减缓效益抵消率 

2018 年不同秸秆还田水平（S0、S1、S2、S3）对稻田土壤 SOC 固定速率、全球增温潜

势（MGWP）、土壤固碳潜力（MSOCSP）以及减缓效益抵消率（RMO）的影响如表 2 所示。

S0、S1、S2、S3 的固碳速率（以 CO2 当量计）分别为 1.23、1.74、2.27 和 1.77 t·hm-2·a-1。

数据显示，随着秸秆还田水平的增加，SOC 固定速率在 S0 至 S2 之间呈现上升趋势，而在

S3 时有所下降，各处理间的土壤固碳速率差异显著（P<0.05）。 

各处理的稻田 MGWP 变幅为 1.70~6.08 t·hm-2·a-1，随秸秆还田量的增加而增加，而 S1、

S2、S3 的 MSOCSP 分别为 0.51、1.03、0.53 t·hm-2·a-1，与固碳速率变化趋势一致；RMO 与

CH4排放量的变化趋势一致，各处理的稻田 RMO 变幅为 3.36~12.93，S1 处理的 RMO 最低

（3.36），S3 处理的 RMO 显著升高（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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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8 年稻田土壤固碳速率（SOCSR）、全球增温潜势（MGWP）、土壤固碳潜力（MSOCSP）和减缓

效益抵消率（RMO） 

Table 2 SOC sequestration rate (SOCSR), methane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MGWP), methane soil organic carbon sequestration 

potential (MSOCSP) and rate of mitigation offset (RMO) during rice-growing season in 2018 

处理 Treatment 

SOCSR/  

(CO2-eq, t·hm-2·a-1) 

MGWP/ 

(CO2-eq, t·hm-2·a-1) 

MSOCSP/ 

(CO2-eq, t·hm-2·a-1) 
RMO 

S0 1.23±0.09c    

S1 1.74±0.02b 1.70±0.21c 0.51±0.02b 3.36±0.52b 

S2 2.27±0.22a 4.09±0.52b 1.03±0.22a 4.03±0.62b 

S3 1.77±0.11b 6.08±0.75a 0.53±0.11b 12.93±3.83a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P<0.05)。Note: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reatments (P<0.05). 

3 讨 论 

本研究通过连续 13 年的定位试验证实，秸秆还田量与稻田 CH4 排放量呈显著正相关

（图 2），这与多数研究结果[16, 24-25]相符。秸秆还田处理的 CH4 累积排放量较无秸秆还田处

理增加高达 166%~785%（图 2c，图 2d），其核心机制在于秸秆还田通过“碳底物增加”和

“厌氧环境强化”双路径，直接促进 CH4 产生。首先，秸秆分解持续提升土壤有机碳（SOC）

和可溶性有机碳（DOC）含量（图 6a，图 6c）。SOC 作为产甲烷菌的代谢底物库，在淹水条

件下厌氧分解为低分子有机物（如乙酸、甲醇），这些是产甲烷菌的直接代谢底物[26-27]。本

研究中，土壤 SOC 含量及 DOC 含量均随秸秆还田量的增加而增加（图 6a，图 6c），且 SOC、

DOC 与 CH4 排放均呈显著正相关（P<0.001，图 6e，图 6f），表明可溶性碳的动态输入是调

控产甲烷速率的关键因子。因此，秸秆还田下 SOC 含量的升高直接增强了产甲烷过程的碳

供给基础，从而促进 CH4生成，这与姜亚杰等[28]得出的结果一致。其次，有研究显示，随着

秸秆还田量的增加，秸秆在土壤中逐步分解并转化为有机质过程的 O2 消耗量也明显增加，

这导致土壤厌氧环境的快速形成，从而增加了稻田 CH4 排放[29-31]。与该观点一致，本研究中

S3、S2、S1 处理的土壤氧化还原电位（Eh）较 S0 分别降低了 202、563、429 mV（图 6d），

说明秸秆分解会加速耗氧，显著降低土壤 Eh，为产甲烷菌创造更稳定的还原环境[32]。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长期秸秆还田显著增加了 mcrA 丰度（图 4a），且随着 mcrA 丰度的

增加，稻田 CH4排放量呈线性增加（P<0.05，图 4c），这与 Zhou 等[33]、吴讷等[34]的研究结

果一致。水稻分蘖期，土壤 mcrA 基因拷贝数随秸秆还田量的增加而线性增加（P<0.05，图

4c），是由于秸秆为土壤微生物提供了丰富的碳源。再进一步通过对分蘖期的产甲烷菌群进

行高通量测序发现，分蘖期产甲烷优势菌科为甲烷八叠球菌科（Methanosarcinaceae）和甲烷

杆菌科（Methanobacteriaceae）（图 5），这与之前稻田土壤产甲烷菌的研究结果[35-36]一致。值

得注意的是，甲烷八叠球菌科在 S3 处理中占比达 53%，较 S0 提升 70.6%（图 5）。甲烷八

叠球菌科对高乙酸浓度环境具强适应性[26]，在高 DOC（大于 200 mgkg-1）、强还原（Eh<-130 

mV）环境下，其底物亲和力与抗逆性显著优于专性乙酸营养型菌科（如甲烷胞菌科）[37-38]，

从而成为高秸秆还田的“精英功能群”。同时，该类群具有多底物代谢能力，尤其擅长高效

转化乙酸（秸秆分解主要产物），从微生态层面奠定了 CH4排放升高的基础[39-40]。室内培养

试验结果进一步证实，S3 处理的 CH4 产生潜力较 S0 提升 246%（图 3a），这与微生物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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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群落优势化结果（图 5）相符。因此，长期高量秸秆还田不仅通过增加产甲烷底物供给提

升了产甲烷菌丰度，其引发的土壤高乙酸浓度和强还原环境还促使微生物群落演替。而新的

微生物群落又成为驱动稻田碳循环格局转变的关键生态过程，最终从土壤微生物层面通过

“扩增产甲烷菌群”和“筛选高效功能类群”强化了 CH4排放过程[19, 41]。 

同时，长期秸秆还田也显著改变了 CH4 产生和氧化潜力的相对关系[35]。结果表明，秸

秆还田处理的 CH4 产生潜力较不还田处理提高了约 45%~246%，而同期甲烷氧化潜力仅提

升-5%~64%左右（图 3a，图 3b），同时，S1 处理的 mcrA/pmoA 丰度比值较 S0 无显著变化，

S2 和 S3 处理的 mcrA/pmoA 基因丰度比值与 S0 处理相比有所增加（图 3c），从而导致了“产

生多氧化少”的失衡格局。保琼莉等[19]也发现，稻田土壤中，尽管施肥和秸秆还田提高了甲

烷氧化潜力，但其增长幅度远低于甲烷产生速率。就微生物层面而言，秸秆输入增加了 DOC

等碳底物（图 6c），因此，长期秸秆还田对甲烷氧化菌（pmoA 基因，图 4b）也有提升作用，

但在稻田厌氧主导的环境中，秸秆输入同时降低了土壤 Eh（图 6d），致使氧气供应不足，限

制了甲烷氧化菌的好氧代谢[30]，从而导致甲烷氧化潜力增幅有限。S3 处理 pmoA 基因丰度

仅增加 29%，远低于 mcrA 的增幅（3.6 倍），且中低量秸秆还田（S1~S2）甚至抑制氧化菌

丰度（图 6a，图 6b）。此外，尽管秸秆还田降低了土壤容重（图 6b），有助于提升土壤孔隙

度和透气性，但在淹水主导期，氧气扩散仍可能受限制，导致甲烷氧化菌活性难以完全激活，

从而不利于甲烷氧化能力的发挥。 

综上可见，长期秸秆还田表现出较高的土壤固碳速率，说明具有较大的碳汇潜力。然而，

高剂量秸秆还田（S3）可能由于碳氮比失衡、强厌氧环境、养分限制等因素增强了土壤激发

效应，加速原有土壤有机碳的矿化损失[42-43]，导致固碳速率降低，并同时导致甲烷排放量激

增，致使减缓效益抵消率显著升高，S3 处理的减缓效益抵消率高达 12.93（表 2），这表明

CH4 排放的激增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土壤固碳所带来的气候效益。在高碳输入背景下，稻田

系统凸显“增汇增排”矛盾，该现象也在全球多地得到验证[44-46]。相比之下，适当减少秸秆

还田量（S1、S2），在保持较高土壤固碳速率的同时，其减缓效益抵消率显著降低（3.36、

4.03，表 2），这说明秸秆还田水平显著影响稻田的碳固定和温室气体排放平衡。整体而言，

S1 和 S2 处理在实现较高固碳效益的同时，有效控制了温室气体排放（表 2），展现出较好的

碳排碳汇综合效果，即适度秸秆还田才能在“固碳”与“减排”之间实现更好的平衡[28, 47]。 

4  结 论 

基于连续 13 年秸秆还田定位试验发现，长期秸秆还田在显著提升土壤有机碳和可溶性

有机碳含量的同时，显著降低 Eh，形成更有利于 CH4 产生的高碳底物含量的厌氧环境，直

接驱动稻田 CH4 排放显著增加。同时，在这种高碳、强还原环境中，产甲烷菌的功能基因

mcrA 丰度上升，尤其是甲烷八叠球菌科（Methanosarcinaceae）的相对丰度优势显著，而甲

烷氧化菌的功能基因 pmoA 丰度增幅有限，导致 CH4 产生潜力与氧化潜力失衡，进一步加剧

CH4 净排放。综合长期秸秆还田的土壤固碳效益，中低量（1.6~3.2 thm-2）秸秆还田减缓效

益抵消率无显著差异，且 CH4 排放系数最低，土壤固碳速率最高，均表现出较好的碳排-碳

汇综合效益。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不同秸秆还田量下 CH4产生与氧化潜力的动态平衡机制，

并优化低量还田模式，以实现稻田“固碳减排”的长期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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